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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科学前沿研究的伦理与社会影响

刘　 超　 孙文钊

　 　 摘要: 脑科学研究的不断发展为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但也催生了一系列亟

待解决的伦理与社会问题。 神经影像学技术对个体大脑活动与其人格特质、 态度甚至无

意识偏见的关联的解析, 引发了关于 “大脑隐私” 的深刻讨论; 神经调控技术可以治

疗神经系统疾病, 但其 “认知增强” 功能可能进一步加剧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公; 闭环

脑设备直接挑战了人类对 “个人身份” 的认知, 也使得法律与道德判断更加复杂化;
大脑类器官技术触及生命伦理问题, 尽管当前大脑类器官尚不具有意识, 但仍迫使人类

提前思考所有权界定及生死定义等问题。 除以上四个方面外, 更应关注的是, 神经科学

对人类世界观和人类本身理解的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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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 特别是神经科学、 认知科学等领域的突破性进展, 使我们以前所未有

的深度和广度了解了大脑的奥秘。 这极大地推动了医学、 心理学等学科的高速发展, 并引发了关

于人类本质、 意识起源等问题的新一轮讨论, 同时也带来了诸多道德伦理方面的挑战。

一、 神经影像学技术与大脑隐私

50 多年前, X 射线计算机断层扫描 (X-ray
 

Computed
 

Tomography, X-CT) 的诞生在医学诊

断领域掀起了一场革命, 特别是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 ( Position
 

Emission
 

Tomography, PET)、 磁

共振成像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和功能性磁共振成像 (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
nance

 

Imaging, fMRI) 的出现为研究人类行为的神经基础提供了技术保障, 彻底改变了心理学、
神经科学和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 并由此产生了一门新的学科———认知神经科学。

上述技术最初只被用于与认知相关的研究 (如语言、 记忆、 视觉感知), 20
 

世纪 90 年代中

期, 则开始应用于情绪研究。 此后, 社会神经科学诞生, 人际交往过程中的情绪和认知成为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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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对象。 同一时期, 功能神经成像的分析方法, 包括针对全脑分析中假阳性激活的解决方案和

研究功能连接的方法得到进一步发展,① 同时出现了研究结构的新方法, 包括基于体素的形态测

量 (Voxel-Based
 

Morphometry, VBM)② 和弥散张量成像 (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DTI)③。 但

是, 真正使脑成像构成实质性挑战的还是脑成像数据在伦理和社会层面产生的影响。 在研究初

期, 脑功能成像技术应用的主要目的是归纳出典型的正常大脑或某一研究群体 (如男性或女性、

抑郁症患者或非抑郁症患者) 的典型大脑。 在此类分析中, 组内被试之间的差异通常被视作测

量误差。 脑成像实验涉及的实验条件相对较少, 仅包括一个基线条件和一到两个实验条件, 每个

条件有许多试次, 而这些试次被视为相关条件的重复测量, 而非针对单个事件本身进行的分

析。④ 然而, 这种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 随着研究的深入, 研究者开始关注单次试验的结果以及

大脑活动的个体差异。 如 Schaefer 等调查了消极情绪对大脑激活的影响, 发现当参与者被要求在

负性图片刺激后保持负面情绪体验时, 他们的杏仁核就会被长时间激活, 而且杏仁核信号的增加

与被试自我报告的消极情绪倾向水平显著正相关。⑤ 同时, 一些研究侧重于特定人格特质与大脑

激活的关系。 Fischer 等向没有蛇类恐惧症的被试展示蛇的影视片段, 发现被试的杏仁核激活与

问卷评估的气质性悲观主义得分显著正相关。⑥ Canli 等发现, 在观看快乐的面部表情时, 被试

的杏仁核激活和其外向性显著正相关。⑦

上述研究显示, 大脑激活与某些人格特质之间有密切关系, 这意味着, 我们也许可以根据脑成

像数据的个体差异推断一个人的人格特质等信息。 此外, 脑成像数据还可以提供人对某人某事主观

认知的相关信息。 在一项研究中, 研究者让白人被试观察不熟悉的黑人男性面孔, 结果表明, 被试

杏仁核的激活与其种族偏见相关, 但与其态度的直接表达无关。⑧ 也有研究发现, 白人被试的右

侧背外侧前额叶皮层 (dlPFC) 对黑人面孔的激活程度会随着其种族态度的变化而变化。⑨

脑成像技术带来的最直接的伦理挑战是对大脑隐私的侵犯。 上述研究表明, 脑成像技术原则

上能提供具有伦理、 法律、 社会意义的个体信息, 如一个人的特质、 态度、 思想甚至是信念。 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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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获取大脑结构和功能图像需征得被试同意, 但实际上被试并不能掌控其脑成像数据的后续分

析, 如前述对种族态度的研究。 人们仅通过观看面孔图片就可以激活大脑, 在被试不知情的情况

下也可获取其种族态度的相关信息, 尤其在目前脑成像数据库逐渐完善的情况下, 高度共享的技

术趋势对个人大脑隐私形成了严峻的挑战。 实际上, 脑成像数据所能提供的信息是有限的,
Farah 等发现, 利用脑成像收集的个人心理特征信息极其有限, 这种极低的预测能力并不实用。①

公众对神经影像学存在一定的误解。 调查显示, 大部分有关 fMRI 的新闻报道没有对其功能

和局限性做出解释 (67%), 而且报道的基调大多是乐观的 (79%), 仅有 5%的报道是批判性

的。② 有研究发现, 公众认为包含大脑图像的文章的客观性和科学性高于包含条形图的文章,③

公众高估了神经影像的解释力。 这可能导致脑成像过早地商业化, 也会对消费者造成伤害。 不断发

展的人工智能不仅能够自动化处理、 分析海量的神经影像数据, 还可能通过深度学习从细微的脑信

号中捕捉更多个体的特质、 情感和观念等相关信息, 这可能会引发新一轮的伦理讨论。

二、 非侵入性神经调控技术与认知增强

神经影像学技术作为科学研究与临床应用的强大工具, 能够精准地展现不同状态下大脑的活

动模式, 为理解人类认知过程、 情感反应以及神经疾病等提供技术条件。 神经影像学技术主要是

对大脑活动的观测与记录, 几乎不会直接干预或影响神经系统的自然活动。 近年来, 随着对大脑

机制理解的深入以及技术的不断革新, 神经调控技术应运而生。 神经调控技术旨在通过对神经系

统进行有针对性的电、 机械、 磁或热刺激, 改变神经元发射和神经元间连接的特性, 实现对大脑

功能的调节与优化。 神经调控技术的出现, 不仅为神经科学研究提供了全新的实验手段, 也为临

床治疗神经系统疾病、 改善认知功能乃至调节情绪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然而也引发了关于伦理、
安全及隐私保护等问题的广泛讨论。

神经调控技术包含一系列非侵入性与侵入性方法, 如经颅磁刺激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
ulation, TMS)、 经颅直流电刺激 ( Transcranial

 

Direct
 

Current
 

Stimulation, tDCS)、 经颅交流电刺

激 (Transcranial
 

Alternating
 

Current
 

Stimulation, tACS)、 经颅随机噪声刺激 (Transcranial
 

Random
 

Noise
 

Stimulation, tRNS)
 

、 深部脑刺激
 

( Deep
 

Brain
 

Stimulation, DBS) 等。 它们的原理各不相

同。 如 TMS 是利用变化的磁场在大脑皮层产生感应电流, 从而改变神经元的兴奋性; tDCS 是通

过微弱的直流电刺激大脑特定区域, 调节大脑皮层的功能; DBS 则更为直接, 它通过在脑深部核

团植入电极, 施加高频电刺激, 以调节大脑活动。 不同技术手段带来了不同的伦理争议, 鉴于侵

入性神经调控技术的特殊性, 下文将首先探讨非侵入性神经调控技术带来的伦理问题。
第一, 与神经影像技术类似, 媒体对神经调控技术和设备的报道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公众对

这一话题的看法, 而且神经调控技术不同于神经影像学技术, 它会直接影响大脑活动, 所以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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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带来不良反应。 有研究检索 2000—2016 年的研究成果, 发现约有 300 篇使用低强度经颅电

刺激的文章报告了存在的轻度不良反应。① 除实验室和医疗场所, 有相当数量未经培训的普通群

众购买和使用神经调控设备, 以增强认知或用于治疗,② 因此需要重视公众对神经调控技术的误

解问题。 Racine 等根据 1995—2004
 

年英美印刷媒体对神经调控技术的报道发现, 在 235 篇文章

中, 51%的文章持乐观态度, 仅强调了神经调控的益处, 31%的文章既强调益处也强调风险。③

媒体报道对神经调控技术应用效果的过高评价具有误导性, 不仅可能给用户带来经济和身体上的

损害, 还可能在技术效果无法实现时, 使人们对神经调控技术的信任度降低。 由此引出了一个重

要问题: 研究人员是否有责任向公众阐明神经调控技术的局限性, 并纠正媒体的不准确报道。 有

人认为, 科学界应在媒体收集相关数据和研究人员的观点之前, 先解决这些问题; 也有人认为,
即便研究人员向媒体详细介绍了神经调控技术及其局限性, 仍难以避免媒体的误导性报道。④

第二, 神经调控技术不仅可以有效改善与疾病相关的损伤, 还可以增强人的认知能力。 Ka-
dosh 等人创造了一系列 “人造数字”, 即那些存在大小关系的无意义符号。 在利用这些人造数字

进行训练的过程中, 他们发现, 对健康成年人的顶叶施加 tDCS 可以长期提升其对数字的熟练

度。⑤ 同样, 一项有关 tRNS 的研究表明, 在进行数量辨别任务训练时刺激被试顶叶, 可以提高

其长期任务表现, 效果长达
 

16
 

周, 这种增强效应在其他类似的任务中也有表现。⑥ 尽管认知增

强技术目前涉及的任务类型较少, 主要集中于一些特定的认知领域, 但其发展已然引发了广泛而

深入的讨论。 这些讨论不仅聚焦于技术应用的直接效果, 更延伸至技术背后的伦理和社会问题。
一方面, 认知增强技术的出现可能加剧社会的不平等, 特别是在能够获取并有效利用神经调

控技术的人群与缺乏相应资源的人群之间形成鸿沟。 当前, 众多旨在提升认知能力的药物或治疗

方法已被经济条件更优越的人群拥有, 这一现象预示着未来神经调控技术及相关设备的使用也可

能步其后尘。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应用, 认知能力的提升可能不再单纯是个人努力或天赋的结

果, 而会更多地受到社会经济地位与资源获取能力的制约。 因此, 认知能力的增强可能成为加剧

国内乃至国际社会经济差距的新因素。 那些能够负担并有效利用先进技术的群体, 其认知能力将

进一步提升, 从而在教育、 就业、 社会竞争等多个领域占据优势地位; 相反地, 资源匮乏的群体

则可能面临更严峻的挑战, 进一步被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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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 正如 Farah 所说, 认知增强的应用也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侵蚀个人自由。 若某种技

术可以赋予工人更强的注意力和长时间连续工作的能力, 自然会引起雇主的关注, 因为这意味着

生产力的提升。 然而, 随着这种增强手段的日益普及, 一种潜在的压力也随之而来: 当某个员工

通过此类技术实现通宵工作且效率惊人时, 其他员工很可能会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暗示———若不愿

或未选择增强自身以应对长时间的工作, 则会面临被其他愿意这样做的同事取代的风险。 在这种

情境下, 个人的自由选择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影响。①

第三, 神经调控技术的发展引发了人们对其可能对使用者人格 ( Personality) 或个人身份

(Identity) 产生影响的担忧。 已有研究表明, 某些神经调控技术会对与社交和情感行为相关的复

杂认知功能产生影响。 一项关于社会排斥感受的研究显示, tDCS 增强了被试在被排斥时产生的

嫉妒感。② 也有研究者在 “最后通牒” 游戏中评估了 tDCS 的影响。 在这个实验中, 一名参与者

提出分配金钱的方案。 若被试接受, 则按照方案分配金钱; 如果被试拒绝, 则双方都无法获得任

何金钱。 在通常情况下, 被试倾向于不接受极度不公平的分配方案。 然而, 有研究发现, 接受内

侧前额叶皮层 (mPFC)
 

tDCS
 

刺激的个体, 相较于未接受刺激的个体, 更有可能接受较低的出

价。③ 此外, tDCS 还可对道德判断产生影响。 在一项研究中, 被试被要求在一系列道德困境中

做出选择。 在这些选择中, 总有一种选择会导致一个人死亡或受伤, 而其他人则可以逃脱并生

存。 结果发现, 当被试 dlPFC 受到阳极 tDCS 刺激时, 他们做出了更多非功利性决策。④

还有人认为, 使用认知增强技术, 如 tDCS 等神经调控手段, 不仅可能触及并损害人性中的

核心特质, 还可能使人类忽视自然赋予的能力和独特天赋, 导致个人 “真我” 本质逐渐消失。
尽管关于神经增强技术对人类价值观潜在影响的道德可接受性尚存争议, 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
目前我们仍缺乏充分证据来明确这些技术对人类影响的广泛程度及个体间差异的具体表现形

式。⑤ 所以, 这仍然是一个亟待深入探讨和研究的课题。

三、 闭环脑设备与个人身份的改变

神经调控技术还涵盖以深部脑刺激 ( Deep
 

Brain
 

Stimulation, DBS) 为代表的侵入性技术。
此类技术相较于非侵入性技术, 以更为直接且持久的方式介入人体, 不仅在治疗周期内与患者相

伴, 更在某种意义上逐渐融入患者身体, 成为其身体的一部分, 这催生了一系列新的伦理挑战。
鉴于侵入性神经调控技术的独特属性及其所引发伦理问题的复杂性, 我们有必要将其与另一个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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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领域———脑机接口 (Brain-Computer
 

Interface, BCI) 技术并置分析。
深部脑刺激是一种神经外科手术疗法, 手术将电极植入大脑, 通过电极发放高频电刺激相关

大脑神经核团 (如苍白球内侧部、 丘脑底核等), 以改善神经系统疾病症状。 DBS 被用作治疗各

种大脑相关疾病, 包括帕金森病、 特发性震颤、 肌张力障碍、 强迫症、 抑郁症、 肥胖症、 成瘾、
神经性厌食症和抽动秽语综合征等躯体疾病与精神障碍。①

第一代 DBS 被称为开环深部脑刺激 (Open
 

Loop
 

Deep
 

Brain
 

Stimulation, OL-DBS)。 医生需

跟踪患者的临床状态, 每 3 ~ 12 个月手动调整刺激的参数以提高疗效,② 然而, 这种被动的调整

方式使 OL-DBS 的刺激输出在预设周期内保持恒定, 无法灵活适应患者症状的变化, 在疾病的

自然进展与临床干预时机之间产生显著的不协调与滞后现象。 因此, 出现了第二代 DBS “闭环”
深部脑刺激 (Close

 

Loop
 

Deep
 

Brain
 

Stimulation, CL-DBS)。 传感器记录与症状相关的神经信号,
并根据患者大脑状态及其动态需求自动调整参数。③ CL-DBS 由于具备这种动态调整的特性, 无

须持续放电, 因此与 OL-DBS 相比功耗更低, 可以降低电池更换频率。④ 脑机接口技术, 构建了

大脑与外部设备间的通信通道, 利用侵入性或非侵入性神经设备读取个人神经信号, 并对这些信

号进行处理, 转化为外部应用设备的命令, 同样也可以归类为闭环脑设备。 BCI 技术可以让闭锁

综合征患者通过拼写器重新获得交流的能力。⑤ 同样, 瘫痪病人也可以利用大脑信号控制假肢⑥

和轮椅⑦ 等外部设备。
与 DBS 类似, BCI 也直接与大脑进行信息交换, 二者皆模糊了生物体与机器之间的界限,

开启了神经科学与信息技术融合的新纪元。 闭环脑设备的快速发展, 为治疗神经系统疾病带来了

希望, 但也引发了更为深刻且亟待解决的伦理和社会议题。
第一, 闭环脑设备对代理感 (Agency) 的影响。 代理感是指让某事发生的感觉, 它是指控

制自身运动行为并通过这些行为影响外界事件的体验, 既涉及对身体运动的体验 ( “我的身体移

动了” ), 也涉及对身体运动自愿控制的认知体验 ( “我自愿让它移动” )。 代理感构成了人类

经验的核心特征, 是一种极其重要的心理和神经状态, 也是人类社会中 “责任” 概念的基础。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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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程度上, DBS 和 BCI 拥有将患者欲望、 信念和意图等心理状态转化为行动的能力。
DBS 可以使运动障碍患者在一定程度上恢复运动控制能力, 让他们能够完成身体动作, 此外还能

增强强迫症患者对思维和行动的控制, 改善重度抑郁症患者的情绪。① 同样, BCI 也可以通过采

集大脑信号控制外部设备, 使瘫痪病人将内在的意图转化为动作, 或者作为无法与外界交流的人

的 “拼写器”, 将其内心的想法转化为文字。② 然而, 正是这种代理能力使闭环脑设备影响了患

者的代理感, 因为难以明确是患者自身还是设备应对患者的某种感觉或行为负责。 例如在 Agid
等对 DBS 使用者的访谈中, 一位受访者描述了其似乎被 “遥控” 的经历, 另有一位受访者声称

“自己被迫像个囚犯一样生活在一个失去控制的外星人身体里”③。 因此, 可能正如 Baylis 认为的

那样, DBS 影响了患者的代理感, 因为患者的行为并非完全基于个人意图或信念, 而是设备对大

脑直接干预的结果。④

第二, 闭环脑设备对个人身份和人格的改变。 不同于非侵入性神经调控技术带来的未知担

忧, 众多研究已证明, DBS 或 BCI 可以引发个人身份认同问题。 如 Agid
 

等认为患者使用 DBS 后

会产生疏离感, 有患者提到 “我感觉自己像个机器人” “我感觉自己像个电动玩偶”⑤。 在

Schüpbach 对 DBS 接受者的访谈中, 也有患者提到, “现在我觉得自己像一台机器, 我失去了激

情, 我再也认不出我自己了”⑥。 这种变化会让患者觉得与以前的自己有疏离感, 继而产生对个

人身份的担忧。⑦ BCI 也存在类似问题。 有学者认为, BCI 的使用可能会对人的心理产生影响,
包括自我认知、 行为特征、 记忆、 理解信息的能力等, 进而引发对个体心理连续性甚至个人身份

的质疑。⑧ 此外, 一些公众也有同样的担忧, 他们担心植入大脑的设备会改变人的性格, 让他们

不再是 “他们自己”⑨。
对于身份认同的问题, 不同研究者有不同见解。 Baylis 认为, DBS 虽然会导致个人情绪和行

为的变化, 但这种改变并无不妥, 因为重大生活事件均可引发个人身份认知的变化, 相对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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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S 带来的变化是微不足道的。① 也有研究者认为, 个人身份也可通过其他医疗手段或摄入酒精

等方式改变, 因此不值得作为伦理问题来考量。②

第三, 隐私问题。 与神经影像学引发的问题类似, 闭环脑设备也存在信息泄露的风险。 由于

设备会记录大脑活动, 所以可能会泄露如心理特征、 态度、 精神状态以及对他人的看法等个体信

息。③ 一项关于公众对 BCI 认知的研究表明, 隐私是公众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④ 一些学者同样

表达了担忧, 认为 BCI 能够直接从大脑提取信息, 可能导致受试者 “不知道从他或她的大脑中

获得的信息的程度”⑤, 从而潜藏多重问题。
除此之外, 更值得注意的是与隐私相关的黑客攻击问题。 DBS 等的神经调控设备存在的被黑

客入侵的风险可以损害其可用性、 完整性和保密性。⑥ 在脑计算机接口中, 也存在黑客篡改设备

设置对用户造成伤害的风险,⑦ 如 Ienca 等已指出, EmotivEPOC 等 BCI 设备已有被入侵的案

例。⑧ 此外, 植入式设备也容易受到 “拒绝服务” ( Denial
 

of
 

Service, DoS) 攻击, 导致电池电

量迅速耗尽。
第四, 责任认定问题。 一般而言, 我们要求个体对其可控行为负责, 但脑设备的使用使责任

归属问题变得愈加复杂化。 在认定责任时, 人的意图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 而脑设备有能力通

过作用于大脑来影响人的思想、 感情及行为, 这一特性直接关乎我们对道德和法律责任的判

断。⑨ 例如, 一位重度抑郁症患者推搡他人, 在应用 DBS 技术的情境下, 该患者是否需要对此

行为承担全部责任便成为一个复杂的问题。 在评估责任归属时, 我们必须综合考量患者的自主能

力和行为意愿, 同时不可忽视 DBS 设备出现故障的可能性, 以及 DBS 治疗本身可能引发的副作

用, 如攻击性增强等。�I0 公正合理地认定责任是一项复杂的事情。
BCI 也存在类似问题。 调查显示, 65%

 

的被试认同 BCI 使用者应对其使用该设备所执行的操

作承担责任, 而 21. 5%的受访者表示, 责任归属取决于多种因素, 包括用户意图的准确性、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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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对系统不可靠性的了解、 事故发生时系统的功能状态、 用户的能力, 以及用户的心理状态。①

此外, 有研究者指出, 外脑机接口直接从中枢神经系统捕获意图, 应用 BCI 时患者的行为可能仅

由潜意识中的想法触发,② 这意味着患者不应完全承担其行为责任。 此外, 个人身份与责任的交

织进一步加剧了判定行为责任认定的复杂性。 使用者不仅可能在功能上依赖于这些设备, 还可能

将设备融入自我意识, 这将给责任认定带来新的挑战。③

第五, 在 DBS 和 BCI 的应用中, 知情同意问题变得尤为突出。 电极植入会对脑组织造成局

部机械性损伤,④ 认识到相关的安全风险, 是在应用闭环脑设置时确保有意义知情同意的基

础。⑤ BCI 手术期风险的相关数据很有限,⑥ 但 DBS 的相关数据表明, 电极插入与 2% ~ 4%的脑

出血风险以及 2% ~ 6%的感染风险相关。⑦ 此外, 术后植入的电极可能引发异物反应, 电极被包

裹会降低信号检测质量。 同时, 为克服人体组织阻力, 刺激电极需增强电流, 这不仅可能加剧组

织损伤, 还可能导致刺激扩散至预定目标区域以外, 增加风险。⑧

脑设备所依赖的电源同样存在安全风险。 电池需通过电线穿过组织 (如颅骨、 硬膜外腔、
硬膜下腔或脑实质) 为依赖电力的组件供电, 接口部位容易受到感染, 更换电池也伴随着风险。
类似地, 植入式处理器可诱发局部组织反应或成为感染源, 用于数据传输的导线也可能造成接口

感染。 此外, 处理器运行期间产生的热量可能导致组织损伤。 在充分理解脑设备相关安全风险的

基础上实现真正的知情同意, 还要求患者具备做出合理决策的能力, 而且该决策必须在无胁迫情

境下做出。⑨ 但是, 一方面, DBS 或 BCI 的受众常存在认知障碍, 其行为决策能力可能因此受

损。 例如, 帕金森病人在采用 BCI 或 DBS 治疗时, 其他认知障碍可能与帕金森病并发;�I0 另一

方面, 患者或因绝望而将 DBS 或 BCI 作为最后选择, 这种心态极易使他们过分乐观地评估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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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处, 而低估相关风险。① 此外, 媒体炒作也可能会加剧这一现象。

四、 大脑类器官技术与意识问题

无论是侵入性还是非侵入性脑科学技术, 对早期大脑发育进程及大脑疾病机制等领域的探索

仍是有限的, 大脑类器官 (Brain
 

Organoid) 的出现改变了这一现状。
大脑类器官是由人类多能干细胞 (如胚胎干细胞、 诱导性多能干细胞) 产生的自组织细胞

结构, 这些结构三维再现了整个大脑或特定区域的大脑结构。 大脑类器官可仅由生物材料构成,
也可由生物样本与合成生物材料结合而成。② 除体外培养外, 也可将人类大脑类器官移植至动物

模型内, 以实现进一步生长分化。③

大脑类器官为人类神经发育和脑部疾病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④ 例如, 大脑类器官在确定

寨卡病毒的致病机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⑤ 此外, 大脑类器官还有多种应用, 包括制作发病机

制的个性化模型、 治疗性筛查和受损脑回路修复等。⑥ 尽管大脑类器官展现出广阔的科学研究与

应用前景, 但也引发了广泛的伦理争论和公众的担忧。
第一, 与前面提到的所有技术手段都不同, 大脑类器官研究往往不针对特定患者个体, 这似

乎意味着不必考虑知情同意的问题。 然而, 事实并非如此, 因为大脑类器官研究依赖于多种生物

材料 (植入前胚胎、 配子和体细胞), 这些材料是生成类器官干细胞系所必需的,⑦ 鉴于人们将

自我意识与大脑紧密联系, 捐赠者可能并不希望将其干细胞培育的大脑类器官植入动物模型, 因

此使用多能干细胞或脑组织的研究人员有必要向捐赠者详细说明其研究计划。⑧

第二, 根据目前技术发展的现状看, 由意识引发的道德问题不太可能出现。 Hyun 等认为,
如果 “意识” 指的是大脑皮层区域在受到刺激时最基本的神经元活动, 则几乎不存在伦理问题。
如有意识地接受感官刺激、 清醒、 警觉、 集中注意力、 知觉及主观自我意识等更复杂的意识状

态, 则需大量皮质神经元长距离多脑区全局整合与激活, 而目前的大脑类器官缺乏完整的细胞类

型、 复杂的网络结构以及产生可辨别主观体验所需的感官输入。 而且, 即使是新生儿的自然人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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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需要在足够的社会互动条件下, 才能发展出人类思维。① 显然, 当前的实验条件远未达到这种

要求。 因此, 关于大脑类器官可能产生意识的假设, 目前似乎还未形成实质性的伦理挑战, 但对

大脑类器官能够形成意识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 Farahany 等已提出一系列值得深思的问题:
一是衡量标准问题。 我们是否能够有效评估大脑类器官的感知能力? 若确立了适当的衡量标

准, 研究人员又如何判定哪些感知能力在道德层面上值得关注?
二是死亡定义问题。 体外人脑模型是否会挑战我们对生死的传统认知? 这些模型对法律上死

亡的定义有何影响? 对与死亡定义相关的决策 (如器官捐赠) 又将产生何种影响? 当前, 脑死

亡等于宣告个体正式死亡, 若大脑不可逆转地停止运作, 即便心跳尚存, 个体亦可被宣告死亡。
因此, 任何能够恢复人脑功能的新兴技术均可撼动脑死亡的诊断标准, 因为大脑功能的停止或许

将不再是永久且不可逆转的。
三是所有权问题。 大脑类器官的所有权应归属何方? 目前, 脑组织样本通常归收集样本的组

织或科研人员及科研组织所有。 若该领域研究取得重大进展, 这些脑替代物的道德地位超越了当

前的认知, 我们是否应赋予其更高的特权并予以保护?
四是实验后大脑类器官的处置问题。 实验结束后, 大脑类器官应如何处置? 当前, 大脑类器

官会按照处置生物组织的标准方法予以销毁。 但是, 若研究人员培育出具有某种高级认知能力的

动物, 那么研究结束后这些动物是否应该被销毁或给予特殊处理?
五是动物研究边界问题。 研究人员已通过向小鼠胚胎注入大鼠多能干细胞, 培育出具有大鼠

胰腺的小鼠, 未来或能在其他动物身上或体内制造出人类器官。 我们如何界定此类研究的边界?
这对于利用动物模型培养大脑类器官的研究又有何影响?②

随着大脑类器官技术的不断发展, 我们不仅要关注其在科学研究和医疗应用上的巨大潜力,
更应未雨绸缪, 提前思考并构建一套完备的伦理框架和法律规范, 以确保相关技术健康发展, 同

时尊重和保护所有可能受到影响的生命形态。

结　 　 语

正如 Farah 所说的, 神经科学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工具, 也赋予我们审视人性的一种新

方式: 它使我们能够从物理机制的角度来理解人类行为。③ 虽然我们可以从物理的角度理解多数

物体与系统的 “行为” 机制, 如苹果为何从树上掉落, 地球缘何围绕太阳旋转等, 然而在面对

人类行为时, 我们往往倾向于探究个体的主观意图, 但正如前文所述, 众多神经科学技术均表明

人类行为同样可以依据物理上的因果关系来理解。 这种假设如何塑造我们对道德和法律责任的认

知? 我们通常不会责怪人们反射性的 (如膝跳反射)、 在意识和控制能力减弱状态下 (如在梦游

或催眠状态下) 或在胁迫下 (如用枪指着头) 的行为, 因为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 个体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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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并非出于自由意志。① 神经科学解释行为时存在的问题是, 其似乎将所有行为归结为 “膝跳反

射” 式的存在, 即所有行为均源于一连串不可避免的纯粹物理事件。 尽管目前神经科学的解释

尚不足以成为违反道德行为的辩护依据, 神经层面的 “拉普拉斯妖” 并不为人所接受。 然而,
事实上, 这种解释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类行为。 Vohs 和 Schooler 的研究发现, 当受试者

阅读关于自由意志与神经科学不相容的论述 (如 “你、 你的喜怒哀乐、 记忆和抱负、 个人认同

和自由意志, 其实不过是大量神经细胞及其相关分子的行为” ) 时, 相较于阅读无关段落者,
他们更可能在测试中作弊。② 但是, 此项研究结果并未得到其他研究的重复验证。③ 这说明操纵

自由意志并不容易, 其与不道德行为的联系也比较复杂。 当神经科学研究对导致犯罪行为的物理

过程做出更详细、 具体的描述时, 这种决定论的观点可能会在我们的直觉中占据更主要的地

位。④ 此外, 我们认为, 有别于所有其他物体, 人具有特殊的道德价值, 应该受到保护, 免受伤

害。 我们珍视某些物体的价值主要基于其实用价值, 而人则拥有康德所说的 “尊严”, 即一种超

越实用价值的特殊的内在价值, 但是如果人的一切都源于物理机制, 人与其他事物则难以明确区

分。⑤ 如果我们真的不过是包含强大计算网络的复杂物体, 就产生了一个问题: 为何这些包含人

类大脑的物体的命运要比其他自然或人造物体的命运更重要呢?
 

⑥

综上所述, 神经科学正在挑战并重塑我们对人类本质的传统认知。 这可能会让我们陷入机械

决定论的视角, 视彼此为缺乏道德能动性和内在价值的简单机器; 但更可能的是, 会推动构建一

个更加包容与人性化的社会, 使我们认识到人的行为是因果网络中复杂交互行为的产物, 每个人

都是这一宏伟图景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承载着独特的道德意义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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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being
 

in
 

the
 

middle
 

of
 

the
 

social
 

hierarchy,
 

but
 

young
 

teachers
 

have
 

relatively
 

lower
 

subjective
 

status
 

i-
dentity.

 

Increases
 

in
 

annual
 

family
 

income
 

and
 

promotions
 

to
 

administrative
 

positions
 

significantly
 

en-
hance

 

teachers'
 

subjective
 

status
 

identity.
 

The
 

improvement
 

of
 

subjective
 

status
 

identity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eachers'
 

mental
 

health,
 

increase
 

leisure
 

time,
 

and
 

enhance
 

life
 

satisfaction,
 

but
 

it
 

is
 

not
 

signifi-
cantly

 

related
 

to
 

the
 

frequency
 

of
 

smoking
 

and
 

drinking.
 

The
 

policy
 

implication
 

of
 

the
 

research
 

is
 

that
 

uni-
versity

 

administrators
 

should
 

consider
 

further
 

improving
 

the
 

evaluation
 

and
 

appointment
 

systems
 

and
 

salary
 

structures,
 

providing
 

equal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for
 

teachers
 

of
 

different
 

professional
 

titles
 

and
 

ad-
ministrative

 

levels,
 

while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career
 

development
 

and
 

psychological
 

feelings
 

of
 

young
 

teachers,
 

thereby
 

enhancing
 

the
 

subjective
 

status
 

identity
 

of
 

university
 

teachers,
 

promoting
 

the
 

overall
 

de-
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laying
 

a
 

solid
 

talent
 

foundation
 

for
 

building
 

a
 

leading
 

country
 

in
 

edu-
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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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ical
 

and
 

Social
 

Impacts
 

of
 

Cutting-Edge
 

Brain
 

Science
 

Research
Liu

 

Chao, Sun
 

Wenzhao

Abstract: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brain
 

science
 

research
 

brings
 

unprecedented
 

opportunities
 

for
 

humanity
 

but
 

also
 

raises
 

a
 

series
 

of
 

urgent
 

ethical
 

and
 

social
 

issues.
 

Neuroimaging
 

technology's
 

analysis
 

of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individual
 

brain
 

activity
 

and
 

personality
 

traits,
 

attitudes,
 

and
 

even
 

unconscious
 

biases
 

has
 

sparked
 

profound
 

discussions
 

on
 

"brain
 

privacy. "
 

Neuroregulatory
 

technology
 

can
 

treat
 

neuro-
logical

 

diseases,
 

but
 

its
 

"cognitive
 

enhancement"
 

function
 

may
 

exacerbate
 

social
 

resource
 

allocation
 

ine-
quality.

 

Closed-loop
 

brain
 

devices
 

directly
 

challenge
 

human
 

cognition
 

of
 

"personal
 

identity"
 

and
 

compli-
cate

 

legal
 

and
 

moral
 

judgments.
 

Brain
 

organoid
 

technology
 

touches
 

on
 

bioethical
 

issues,
 

and
 

although
 

current
 

brain
 

organoids
 

do
 

not
 

possess
 

consciousness,
 

they
 

force
 

humanity
 

to
 

consider
 

issues
 

of
 

ownership
 

definition
 

and
 

life-and-death
 

definitions
 

in
 

advance.
 

Beyond
 

these
 

four
 

aspects,
 

the
 

significant
 

impact
 

of
 

neuroscience
 

on
 

human
 

worldview
 

and
 

self-understanding
 

deserves
 

more
 

attention.
Keywords:

 

neuroimaging;
 

neuroregulatory
 

technology;
 

Brain-Computer
 

Interface;
 

brain
 

organoids;
 

eth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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